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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对网络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
——对天津、长沙、西安、兰州四城市居民的调查分析

黄少华

内容提要：基于社会资本理论视角，以天津、长沙、西安、兰州四城市居民为例，分析了社会资本对网络

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城市居民中，网络政治参与已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网络行为，但参与程度

偏低，而且参与方式以政治信息获取为主，网络政治行动的参与度不高。研究还发现，除政治信任外，社会

信任、社团参与、在线关系网络规模和网络互动强度等社会资本变量，均对网络政治参与行为有不同程度的

影响，说明从社会资本理论视野分析和解释网络政治参与行为，是一种较为有效的理论路径。但是，在线弱

关系网络规模对网络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是负向的，这意味着，在分析在线关系网络对网络政治参与的影

响时，仅仅考虑关系网络规模是不够的，还需要进一步考虑关系网络的性质和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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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互联网强大的突破边界、信息交流和社会互动潜能，拓展了政治参与的实践空间。乐观者认为，互联

网为政治生活引入了新的活力，改进了政治参与的方式和手段（Bannister & Remenyi，2003），提升了政治

信息传播的速度与数量，降低了网民获得政治信息的成本，方便了网民的人际接触、政治信息交流和讨论，

因而有助于提升网民的政治参与热情和水平（Bimber，2000）。Skoric等人认为，网络互动的便捷、低成本、

容易获得更多信息、跨时空限制、方便在线交流等特点，都有利于促进在线政治参与（Skoric, Ying & Ng，
2009）。Weber等学者发现，在网络空间中与他人互动频繁的用户，更容易介入到请愿、给政府写信等政治

活动中（Weber，Loumakis & Bergman，2003）。而Mossberger等人发现，经常收发电子邮件与参与投票之间

呈正相关（Mossberger,Tolbert & McNeal，2008）。

政治参与“要求个体参加活动并与他人互动”（凯茨、莱斯，2007：15），因此在网络政治参与研究中，社

会资本被许多学者视为一个重要的分析视角。林南认为，对社会资本的理解虽然存在着不同的理论趋向，

但这些不同理论趋向对社会资本的理解，有共同的基本含义，即认为“社会资本是通过社会关系获得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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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林南，2005：18），而“因特网和电子网络的兴起标志着社会资本的革命性增长”（林南，2005：227）。

Resnick认为，互联网特别适用于培植社会资本、扩张社会网络、发展集体认同、增进群组成员之间的信任

（Resnick，2001）。Williams发现，网络互动不仅有助于维持线下社会资本，而且有助于发展出新型的在线

社会资本（Williams，2006）。虽然互联网在促进强关系上作用有限，但有助于发展弱关系，拓展和加强桥

接型社会资本（Williams，2007）。不少学者发现，网络社会资本的积累和增长，对政治参与有促进作用。

例如 Polat认为，互联网有助于地理上分离的社会团体，如兴趣小组、宗教团体、单身母亲团体等开展有效

的社会沟通，从而促进他们的政治参与（Polat，2005）。Kobayashi等学者的研究发现，网络社会资本不仅会

显著地影响在线政治参与，而且能够加强线下政治参与（Kobayashi, Ikeda & Miyata，2006）。沈菲（Fei
Shen）等人基于 2003年、2005年和 2007年“世界互联网项目”中国区的数据，发现在中国大陆，网民的网络

互动规模与网络意见表达之间存在着正相关，虽然政府的网络管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们公开表达的

意愿，但网络互动建构的松散网络，仍对政治参与有正向影响（Shen，2009）。李亚妤基于对天津、上海、广

州三个沿海发达城市网民的调查，发现网民的网络互动规模与网络意见表达、在线交流政治意见等网络政

治参与行为存在着正相关关系，通过网络互动建构的关系网络，对政治参与有着正向影响（李亚妤，

2011）。不过也有研究者担心，互联网使用会侵蚀社会资本（Kraut, Patterson, Lundmark & Kiesler, et al.,
1998）和社区联系（Zamir & Etzioni,1999），减少公民论辩和对话（Sunstein,2001），从而减少网络使用者的

政治参与活动。Quan-Haase等调查了北美政治网站访问者，发现网络互动虽然增加了网民参与政治活动

的渠道，但并没有提升他们的实际政治参与水平（Quan-Haase & Wellman，2004）。而 Schenfele和Nisbet
则发现，网络互动阻碍了在线社会资本的扩展和政治知识的获取，降低了网民的投票参与度（Scheufele &
Nisbet，2002）。

依据社会网络、互惠规则及信任的性质，帕特南把社会资本区分为黏结型社会资本和桥接型社会资

本。有学者尝试基于上述视角，研究不同类型的在线社会资本是否会对政治参与产生不同的影响。例如

Skoric等人研究了新加坡网民的在线社会资本和政治参与，发现在线桥接型资本与在线政治参与呈正相

关，但与线下政治参与不相关，在线黏结型社会资本与线下政治参与呈正相关。他们认为，互联网使人们

之间的联系变得非常容易，而且参与在线活动不需要太多成本；互联网上多种多样的观点，会促发信息接

触者重新思考并检验传统媒介信息；网络使得人际互动超越物理空间限制，有共同兴趣和想法的人，能够

方便地在网上形成在线社区。所有这些原因，都在客观上提升了人们的在线桥接型资本，从而促进了网络

政治参与（Skoric, Ying & Ng，2009）。

在重视社会资本的学者眼里，社会资本是生产性的，对政治参与有着积极影响。其中以林南、科尔曼

（James S.Coleman）为代表的社会资本理论，强调个体层面的社会网络和资源的重要性，从这一视角分析网

络政治参与，其理论逻辑是强调社会关系网络对网络政治参与的影响，强调互联网能够促进人们的社会交

往，扩大社会关系网络规模，从而增加政治参与活动，提升政治参与程度。而以帕特南（Robert D.Putnam）、

福山为代表的集体社会资本理论，则强调公民参与网络、信任和互惠规范的重要性，认为社会资本是社会

组织的特征，从这一视角分析网络政治参与，其理论逻辑是强调信任、规范、网络及社团参与等对社会合

作、社会行动及政治参与的促进作用（帕特南，2001）。基于这种集体社会资本的理论逻辑，本研究提出以

下假设：

假设 1：社会信任与网络政治参与行为呈正相关关系。社会信任程度越高，网络政治参与度也越高。

社会资本对网络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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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 2：社团参与与网络政治参与行为呈正相关关系。社团参与程度越高，网络政治参与度也越高。

纽顿（Kenneth Newton）认为，虽然对政治机构和政治领导人的政治信任对公民的政治生活是必不可少

的，但是社会信任与政治信任之间完全不存在密切的相关性（纽顿，2012），因此本研究把政治信任作为影

响网络政治参与行为的一个独立变量，尝试提出假设 3。
假设 3：政治信任与网络政治参与行为呈正相关关系。政治信任程度越高，网络政治参与度也越高。

同时，按照个体社会资本理论的逻辑，社会个体的关系网络规模和强度是社会资本的重要内容。因此

本研究进一步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4：行动者的在线关系网络规模，与网络政治参与行为呈正相关关系。在线关系网络规模越大，网

络政治参与度也越高。

假设 5：行动者的在线互动强度，与网络政治参与行为呈正相关关系。在线互动强度越高，网络政治参

与度也越高。

二、数据与变量

本文的分析数据，来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我国公民网络行为规范及引导抽样调查研究”课题组

在天津、长沙、西安、兰州四城市进行的多阶段分层抽样调查。按照统一的抽样方案，每个城市的抽样分

区、街道、社区（居委会）三层进行，每个抽中的社区随机调查 25户，在抽中的户中以年龄在 18—60周岁之

间且生日最接近调查日期并使用互联网的家庭成员作为调查对象。实地调查工作在 2011年 11月—2012
年 1月进行。调查共发放问卷 1466份，回收有效问卷 1190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 81.2%。其中天津 273
份，占 22.9%；长沙 292份，占 24.5%；西安 298份，占 25.0%；兰州 327份，占 27.5%。男性 562人，占 48%；女

性 608人，占 52%。年龄均值为 32.5岁，标准差 9.5岁。受教育程度均值为 13.01年，标准差 2.581年。

（一）因变量

网络政治参与行为是本研究的因变量。我们将网络政治参与行为定义为网民在网络空间中通过各种

方式了解政治信息，讨论政治议题，表达政治意见，开展政治行动以影响政治运作与结果的行为。依据

Bimber（1998）和Delli Carpili（2000）等学者的讨论，网络政治参与的核心内容包括搜寻政治政策信息、与

他人讨论政治议题、表达政治意见等。而Polat则从作为信息资源库的互联网、作为互动空间的互联网、作

为虚拟行动领域的互联网三个方面，梳理了学界有关互联网对政治参与影响的讨论（Polat，2005）。基于这

些已有研究成果，本研究把网络政治参与行为划分为政治信息获取、政治意见交流表达、政治行动三个维

度，并通过深度访谈搜集网络政治参与行为的测量指标，最终发展出包括“访问政治新闻网站”“阅读谈论

政治和公共事务的博客/微博”“和网友讨论政治话题”“参加网上投票”“在网上表达自己对政治议题的看

法”“在网上对政府工作进行评价”“参与和政府官员的在线交流”“参与在线抗议活动”等 8个指标的量表，

对网络政治参与行为进行具体测量（黄少华、姜波、袁梦遥，2016）。

（二）自变量

1.社会信任与政治信任

帕特南等学者强调信任是社会资本的重要内涵和维度。帕克斯通在研究美国的社会资本时，更是直

接用信任对社会资本进行测量，包括对同事的信任、对宗教组织的信任、对教育体制的信任以及对政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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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怀特利在研究社会资本时，着重考虑了两种类型的信任：对个人(包括家人和一般意义上的他人)的信

任以及对国家的信任（赵延东、罗家德，2005）。本研究对信任进行测量，也包含社会信任和政治信任两个

层面。学界基于社会资本视角对社会信任的实际测量，大多从行为意向角度询问被访者对他人的信任程

度，本研究也采用这一策略，询问网民对“家人”“同事”和“陌生网友”等交往对象的信任程度。政治信任的

测量，则通过询问被访者对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公检法司法机关等政治机构的信任程度来展开。

2.社团参与

帕特南强调，“对社会资本和公民参与而言，真正重要的并不是有名无实的会员，而是积极投入的会

员”（帕特南，2011：53）。因此本研究对社团参与的测量，注重实际的社团参与活动，通过询问是否经常

参加由各类社团（如俱乐部、志愿团体等）组织的相关活动来进行。具体测量指标包括：体育/健身活动、

文艺娱乐活动、旅游/休闲活动、宗教信仰活动、公益/义务活动、专业学会/行业协会活动、同学/同乡/战友

联谊活动等。

3.在线关系网络规模

社会网络理论将社会关系区分为强关系与弱关系。与弱关系提供的主要资源是信息不同，强关系提

供的资源则主要是人际信任与人情偏好（边燕杰等，2012）。本研究以是否经常通过互联网进行互动来测

量关系网络，并把其中通过互联网结识的朋友关系界定为在线弱关系。具体而言，本研究用网络交往对象

的数量来测量在线关系网络规模，用通过互联网结识的朋友的数量来测量在线弱关系网络规模。

4.网络互动强度

互联网的诞生，形塑了一个经由互联网中介的全新沟通与互动场景。互联网对社会互动的影响，不仅

体现在互联网打破了时空、地域、社会分层等现实因素对互动的限制，而且体现在互联网创造了一个全新

的互动空间，形塑了一种新的社会互动形式。在网络空间中，行动者并不需要像在现实社会交往中那样面

对面地亲身参与沟通，而能够以一种“身体不在场”的方式展开互动。本研究以网络互动的频率，作为测量

网络互动强度的指标。

（三）控制变量

为了控制人口变量对网络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效应，我们把性别、年龄和受教育程度作为控制变量引

入研究模型。

三、数据分析结果

（一）变量测量结果

1.网络政治参与行为

本研究用包含“访问政治新闻网站”等 8个题项的量表对城市居民的网络政治参与行为进行测量。测

量结果（见表 1）表明，城市居民的网络政治参与程度总体偏低。其中参与度相对较高的网络政治行为有

“访问政治新闻网站”和“阅读谈论政治和公共事务的博客/微博”，经常和较多参与的比例分别为 32.0%
和 21.6%；参与度较低的网络政治行为主要有“参与和政府官员的在线交流”和“参与在线抗议活动”，经

常和较多参与的比例均不足一成，分别为 8.7%和 9.5%，而有分别高达 51.2%和 53.9%的城市居民从未参

与过这两项网络政治行为。总体而言，城市居民的网络政治信息获取行为参与度相对较高，网络政治意

社会资本对网络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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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交流和表达行为的参与度次之，而网络政治行动的参与度最低，有超过半数的城市居民从未参与过网

络政治行动。

表 1 网络政治参与行为现状（样本数=1169）

访问政治新闻网站

阅读谈论政治和公共事务的博客/微博

和网友讨论政治话题

参加网上投票

在网上表达自己对政治议题的看法

在网上对政府工作进行评价

参与和政府官员的在线交流

参与在线抗议活动

均值

2.77
2.53
2.51
2.38
2.38
1.99
1.85
1.82

标准差

1.327
1.223
1.182
1.163
1.131
1.106
1.071
1.071

经常（%）

12.2
7.6
7.6
5.1
4.3
2.9
2.7
2.2

较多（%）

19.8
14.0
11.9
13.2
12.9
8.6
6.0
7.3

一般（%）

23.6
27.2
26.8
23.5
25.8
17.2
17.0
14.8

较少（%）

21.6
25.8
31.1
30.9
30.6
27.0
22.2
21.8

从不（%）

22.7
25.4
22.6
27.2
26.4
44.2
51.2
53.9

为了简化网络政治参与行为量表的结构，我们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方法，对 8个题项进行因子分析，

以提取有概括力的新因子。因子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作为抽取因子的方法，根据对网络政治参与行为的

相关理论分析和前期质性研究结果（黄少华、姜波、袁梦遥，2016），结合碎石图分析，我们发现抽取 3个因

子较为合适，因此指定抽取 3 个因子。KMO 测度和 Bartlett’s 球状检验发现，量表的 KMO 值为 0.873，
Bartlett’s球状检验的卡方值为 6141.414，自由度为 28，在 0.000（sig.=0.000）水平上统计检验显著，说明存

在潜在共享因子，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因子分析析出的 3个因子方差贡献率分别为 32.572%、25.013%和

24.017%，累积方差贡献率为 81.602%（见表 2）。

表 2 网络政治参与行为因子负荷矩阵

参与在线抗议活动

参与和政府官员的在线交流

参加网上投票

在网上对政府工作进行评价

和网友讨论政治话题

在网上表达自己对政治议题的看法

访问政治新闻网站

阅读谈论政治和公共事务的博客/微博

旋转后特征值

方差贡献率（%）

累积方差贡献率（%）

网络政治行动

0.848
0.759
0.734
0.674
0.330
0.361
0.170
0.221
2.606
32.572
32.572

政治意见交流表达

0.298
0.437
0.086
0.412
0.858
0.823
0.196
0.305
2.001
25.013
57.585

网络政治信息获取

0.111
0.106
0.469
0.306
0.268
0.322
0.880
0.797
1.921
24.017
81.602

共同度

0.842
0.777
0.916
0.778
0.911
0.766
0.821
0.718

根据因子分析结果和各因子包含题项的具体含义，分别把 3个因子命名为“网络政治行动”“网络政治

意见交流表达”和“网络政治信息获取”因子。其中“网络政治行动”因子包括“参与在线抗议活动”“参与和

政府官员的在线交流”“参加网上投票”“在网上对政府工作进行评价”4个题项，主要描述城市居民参与网

络政治行动的情况；“网络政治意见交流表达”因子包括“和网友讨论政治话题”“在网上表达自己对政治议

题的看法”2个题项，主要描述城市居民通过网络交流和表达政治意见的情况；“网络政治信息获取”因子包

括“访问政治新闻网站”“阅读有关政治和公共事务的博客/微博”2个题项，主要描述城市居民借助网络获

取政治信息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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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量表的信度检验，采用分析量表的内部一致性Cronbach’s α系数方法进行。3个因子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 0.872、0.929和 0.792，整个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 0.904，表明量表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

性，信度良好。同时，量表包含的 3个因子结构清晰，因子内所包含的题项在相应因子上的负荷均达到 0.67
以上，说明量表的结构效度良好。

2.社会信任

对社会信任的测量，一种较为普遍的做法，是直接询问对信任对象的信任程度（胡荣、李静雅，2006）。

本研究采用这种方法测量受访者对 6类交往对象的信任程度。测量采用 5点尺度李克特量表形式，将信任

程度分为“非常信任”“比较信任”“一般”“不太信任”和“很不信任”5个等级。测量结果见表 3。从表 3可

见，受访者对现实生活中的交往对象的信任程度明显高于网络交往对象，其中信任程度最高的是“家人和

亲戚”，非常信任和比较信任的比例占到了 96.3%，而信任程度最低的是“陌生网友”，非常信任和比较信任

的比例仅占 4.4%，而很不信任的比例则超过半数，高达 52.8%。

表 3 社会信任程度（样本数=1176）

家人和亲戚

现实生活中的亲密朋友

单位同事

现实生活中的熟人和普通朋友

通过网络认识的朋友

陌生网友

均值

4.74
4.29
3.98
3.92
2.42
1.71

标准差

0.534
0.773
0.732
0.781
1.003
0.900

非常信任（%）

78.2
45.3
22.8
23.1
2.7
0.9

比较信任（%）

18.1
41.1
55.3
48.6
9.9
3.5

一般（%）

3.4
11.2
19.4
25.5
34.0
14.7

不太信任（%）

0.3
1.9
2.3
2.3
33.2
28.1

很不信任（%）

0.1
0.4
0.3
0.4
20.2
52.8

本研究运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方法对社会信任量表的结构进行简化。以主成分分析作为抽取因子的方

法，特征值大于 1作为选择因子的标准，采用正交旋转法中的最大方差旋转法作为转轴方法。KMO测度和

Bartlett’s球状检验发现，量表的KMO值为 0.640，Bartlett’s球状检验的卡方值为 1889.967，自由度为 15，
在 0.000（sig=0.000）水平上统计检验显著，说明存在潜在共享因子，可以进行因子分析。因子分析共析出 2
个因子，累积方差贡献率为 67.181%。所有题项的共同度均超过 0.5，达到因子分析的要求（见表 4）。根据

因子分析结果，分别把 2个因子命名为“现实社会信任”和“虚拟社会信任”因子。其中“现实社会信任”因

子包括对现实生活中的熟人和普通朋友、现实生活中的亲密朋友、单位同事、家人和亲戚的信任，“虚拟社

会信任”包括对陌生网友、通过网络认识的朋友的信任。

表 4 社会信任因子负荷矩阵

现实生活中的熟人和普通朋友

现实生活中的亲密朋友

单位同事

家人和亲戚

陌生网友

通过网络认识的朋友

旋转后特征值

方差贡献率（%）

累积方差贡献率（%）

现实社会信任

0.791
0.778
0.742
0.664
-0.057
0.146
2.248
37.471
37.471

虚拟社会信任

0.220
-0.040
0.181
-0.304
0.907
0.886
1.783
27.709
67.181

共同度

0.674
0.607
0.583
0.534
0.825
0.807

社会资本对网络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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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量表的信度检验，采用分析量表的内部一致性Cronbach’s α系数方法进行。2个因子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 0.732和 0.801，整个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641，表明测量指标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

性。同时，量表包含的 2个因子结构清晰，因子内所包含的题项在相应因子上的负荷均达到 0.66以上，说

明量表的结构效度良好。

3.政治信任

政治信任是公民对政府或政治系统运作会产生与其期待相一致的结果的信念或信心（Miller，
1974）。对政治信任的测量，存在多种不同的方法，最常见的方法是询问公众对各级党政机构的信任程度

（胡荣，2007），但也有学者采用制度、政策、官员和公务员 4个指标来测量政治信任程度（张明新，2015）。

本研究采用前一种测量方法，用“非常信任”“比较信任”“一般”“不太信任”和“很不信任”5点尺度李克特

量表测量受访者的政治信任。测量结果见表 5。从表可见，受访者的政治信任存在着较为明显的“政治

信任级差”现象。“所谓政治信任级差，是公众对不同级别的政府部门和官员的信任程度不同，反映出民

众政治信任水平社会分布的不均衡性。”（张明新，2015：131）其中对党中央国务院的信任程度最高，非

常信任和比较信任的比例占到了 63.6%，而对最为基层的街道办事处的信任程度最低，非常信任和比较

信任的比例仅为 32.3%。这一结果，与国内大多数类似研究的发现相似（胡荣，2008；孙昕、徐志刚等，

2007）。

表 5 政治信任程度（样本数=1176）

党中央国务院

省委省政府

市委市政府

法院检察院

公安机关

区委区政府

街道办事处

均值

3.81
3.50
3.36
3.25
3.17
3.15
3.11

标准差

1.012
1.010
1.031
1.086
1.117
1.039
1.037

非常信任（%）

28.7
15.9
14.0
12.8
12.4
9.8
9.3

比较信任（%）

34.9
35.4
29.1
27.7
24.9
25.1
23.0

一般（%）

28.5
36.8
41.6
39.5
40.0
43.7
45.9

不太信任（%）

4.3
6.6
9.1
11.6
12.6
13.2
13.0

很不信任（%）

3.5
5.3
6.2
8.4
10.1
8.1
8.9

为了简化政治信任量表的结构，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量表进行因子分析（量表的 KMO值为 0.873，
Bartlett’s球状检验的卡方值为 9264.992，自由度为 21，在 0.000水平上统计检验显著），量表被浓缩为一个

公因子，方差贡献率为 76.466%（见表 6）。量表的内部一致性Cronbach’s α系数为 0.948，说明信度良好。

表 6 政治信任因子负荷

市委市政府

区委区政府

省委省政府

法院检察院

公安机关

街道办事处

党中央国务院

特征值

方差贡献率（%）

政治信任

0.930
0.913
0.900
0.878
0.868
0.858
0.764
5.353
76.466

共同度

0.865
0.833
0.810
0.771
0.754
0.736
0.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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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社团参与

社会资本理论认为，社团参与是社会资本的一项重要内容，帕特南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把社会资本视为

社会成员对社团的参与。他把意大利北方城市民主运作良好的主要原因，归结为那里拥有众多的如邻里

组织、合唱队、合作社、体育俱乐部等横向社团（帕特南，2001）。阿尔蒙德和维巴认为，社团参与之所以能

够促进公民的政治参与，主要是因为社团富有成效和有意义地把个人与政治体系联系在一起，从而扩展个

人的政治见解，提升个人的政治能力，激发个人的政治活动；而且一个人参加的社团越多，其政治效能感会

越强，也就是说，社团参与数量会有累积的影响（阿尔蒙德、维巴，2008）。不过阿尔蒙德和维巴也发现，社

团成员身份并不一定意味着积极的政治参与，其原因正如帕特南所说：“对社会资本和公民参与而言，真正

重要的并不是有名无实的会员，而是积极投入的会员。”（帕特南，2011：53）因此本研究对社团参与的测量，

同时考虑两个因素，即参与数量和参与程度。测量结果见表 7。
表 7 经常参与的社团活动（样本数=1111）

体育/健身社团活动

文艺娱乐社团活动

旅游/休闲社团活动

宗教信仰社团活动

公益/义务社团活动

专业学会/行业协会活动

同学、同乡、战友联谊活动

其他社团活动

合计

频次

564
496
685
44
291
204
578
49

2911

反应百分比（%）

19.4
17.0
23.5
1.5
10.0
7.0
19.9
1.7

100.0

个案百分比（%）

50.8
44.6
61.7
4.0
26.2
18.4
52.0
4.4

262.1

为了分析便利，本研究将社团参与的 8个指标得分相加，合成一个新的变量“社团参与程度”。赋值方

法为经常参与某项活动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将 8个指标得分加总后，每位调查对象获得一个“社团参

与程度”指数，其取值范围为［0，8］，得分越高，意味着受访者的社会参与度越高，反之，则意味着其社团参

与度越低。

5.在线关系网络规模

本研究以是否经常通过互联网进行互动来测量关系网络，并把其中通过互联网结识的朋友关系界定

为在线弱关系，用通过互联网结识的朋友的数量测量在线弱关系网络规模。测量发现，被访者的在线关系

网络规模平均为 19.62人，标准差 36.071。在这些在线关系中，通过互联网建立的弱关系网络规模为平均

5.97人，标准差 20.813。这意味着，在受访城市居民的在线关系网络中，弱关系网络的规模明显小于强关

系网络的规模。

6.网络互动强度

本研究以受访者在网络空间中与其他网友互动的频率，作为测量网络互动强度的指标。测量采用“经

常”“较多”“一般”“较少”“从不”5点尺度李克特量表，测量结果见表 8。从表 8可见，互动强度最高的是“现

实生活中的亲密朋友”，均值为 3.86（标准差 1.132），最低的是在网上偶然遇到的“陌生网友”，均值为 1.79
（标准差 0.990）。

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网络互动强度的 6个测量指标进行因子分析（量表的KMO值为 0.694，Bartlett’s

社会资本对网络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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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状检验的卡方值为 2633.637，自由度为 15，在 0.000水平上统计检验显著），测量指标被浓缩为 2个因子，

2个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分别为 44.307%和 27.505%，累积方差贡献率为 71.812%（见表 9）。根据因子分析

结果，分别把 2个因子命名为“强关系网络互动强度”和“弱关系网络互动强度”因子。其中“强关系网络互

动强度”因子包括与现实生活中的熟人和普通朋友、现实生活中的亲密朋友、单位同事、家人和亲戚构成的

关系网络互动强度，“弱关系网络互动强度”包括与陌生网友、通过网络认识的朋友构成的关系网络互动强

度。2个因子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 0.827和 0.773，整个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 0.756，说明 6个

测量指标具有较理想的内部一致性。同时，量表包含的 2个因子结构清晰，因子内所包含的题项在相应因

子上的负荷均达到 0.72以上，说明结构效度良好。

表 9 网络互动强度因子负荷矩阵

现实生活中的熟人和普通朋友

现实生活中的亲密朋友

单位同事

家人和亲戚

陌生网友

通过网络认识的朋友

旋转后特征值

方差贡献率（%）

累积方差贡献率（%）

强关系网络互动强度

0.872
0.847
0.790
0.722
-0.005
0.187
2.658
44.307
44.307

弱关系网络互动强度

0.110
0.095
0.040
0.071
0.915
0.886
1.650
27.505
71.812

共同度

0.773
0.727
0.626
0.526
0.837
0.820

（二）假设检验

为了对基于社会资本理论提出的 5个研究假设进行检验，我们分别以网络政治参与行为的 3种类型即

网络政治信息获取、网络政治意见交流表达和网络政治行动为因变量，以社会信任、政治信任、社团参与、

在线关系网络规模和网络互动强度为自变量，同时引入性别、年龄、年龄平方、受教育程度为控制变量，进

行OLS回归分析。在上述变量中，年龄、年龄平方、受教育程度、社会信任、政治信任、社团参与、在线关系

网络规模和网络互动强度是连续变量，直接引入回归模型。而性别是离散变量，我们以女性为参照对性别

进行了虚拟变量处理。回归分析结果见表 10。

表 8 网络互动强度（样本数=1165）

现实生活中的亲密朋友

家人和亲戚

单位同事

现实生活中的熟人和普通朋友

通过网络认识的朋友

陌生网友

均值

3.86
3.79
3.78
3.82
2.50
1.79

标准差

1.132
1.156
1.054
1.067
1.169
0.990

经常（%）

35.9
36.0
28.1
30.7
7.0
2.3

较多（%）

32.1
25.9
37.2
35.9
13.1
5.1

一般（%）

18.8
22.6
22.7
21.8
25.0
11.6

较少（%）

8.8
12.0
8.6
7.9
33.2
31.5

从不（%）

4.4
3.5
3.4
3.7
21.8
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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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社会资本对网络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样本数=916）

常数

性别

年龄

年龄平方

受教育程度

现实社会信任

虚拟社会信任

政治信任

社团参与

在线关系网络规模

在线弱关系网络规模

强关系网络互动强度

弱关系网络互动强度

R2

adjusted R2

F

M1:政治信息获取

B（S.E）
-1.549**
（0.488）
0.381***
（0.065）
0.013

（0.029）
0.000

（0.000）
0.051***
（0.013）
0.075*

（0.035）
-0.052

（0.039）
-0.004

（0.034）
0.116***
（0.024）
0.004***
（0.001）
-0.006**
（0.002）
0.027

（0.037）
0.042

（0.040）
0.115
0.103

9.715***

Beta

0.189

0.123

-0.099

0.131

0.073

-0.050

-0.004

0.161

0.161

-0.127

0.027

0.042

M2:政治意见交流表达

B（S.E）
-0.684

（0.476）
0.122*

（0.063）
0.031

（0.028）
0.000

（0.000）
-0.015

（0.013）
-0.062

（0.034）
0.114**
（0.038）
-0.019

（0.033）
0.083***
（0.023）
0.003**
（0.001）
0.004

（0.002）
0.143***
（0.036）
0.145***
（0.039）

0.108
0.096

9.075***

Beta

0.062

0.289

-0.192

-0.038

-0.061

0.113

-0.019

0.118

0.108

0.087

0.144

0.148

M3:网络政治行动

B（S.E）
0.518

（0.471）
-0.057

（0.063）
-0.040

（0.028）
0.001

（0.000）
-0.008

（0.012）
-.040

（.034）
0.109**
（0.038）
-0.014

（0.032）
0.058*

（0.023）
0.003**
（0.001）
-0.005*
（0.002）
0.097**
（0.035）
0.183***
（0.038）

0.104
0.092

8.705***

Beta

-0.029

-0.375

0.431

-0.022

-0.040

0.110

-0.014

0.084

0.123

-0.120

0.099

0.188

*p<0.05；** p<0.01；*** p<0.001。
从表 10的回归分析结果可见，控制变量性别对网络政治信息获取和网络政治意见交流表达有显著的

正向影响，意味着男性在这两类网络政治参与行为上的参与程度均高于女性，但这种影响在模型 3中是负

向的且不显著；年龄和年龄平方在 3个模型中均不显著，说明年龄对城市居民的网络政治参与行为并没有

显著影响；受教育程度在模型 1中有正向的显著作用，说明受教育程度越高，参与网络政治信息获取行为

的可能性也越大。

自变量信任、社团参与、在线关系网络规模和网络互动强度，均对因变量网络政治参与有不同程度的

影响。其中现实社会信任对网络政治信息获取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虚拟社会信任对网络政治意见交流表

达、网络政治行动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现实社会信任对网络政治意见交流表达、网络政治行动，虚拟社会

信任对网络政治信息获取的影响均为负向，不过影响均不显著。政治信任对 3个因变量的影响也均为负

向，意味着政治信任程度越高，参与网络政治信息获取、网络政治意见交流表达和网络政治行动的可能性

越小，但这种影响作用并不显著。

社团参与在 3个模型中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0.116（p＜0.001）、0.083（p＜0.001）和 0.058（p＜0.05）。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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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着，社团参与度越高，利用网络获取政治信息、开展政治意见交流表达、参与网络政治行动的可能性越

大，其影响作用在 3个模型中均显著。

自变量在线关系网络规模在 3个模型中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0.004（p＜0.001）、0.003（p＜0.01）和 0.003
（p＜0.01），意味着在线关系网络规模对网络政治信息获取、网络政治信息交流表达及网络政治行动均有

显著的正向影响，在线关系网络规模越大，参与这 3类网络政治行为的可能性也越大。但值得注意的是，

其中通过互联网建立的弱关系网络规模，却对网络政治信息获取和网络政治行动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也

就是说，在线弱关系网络规模越大，参与网络政治信息获取和网络政治行动的可能性越小。

网络互动强度中的强关系网络互动强度和弱关系网络互动强度均对网络政治意见交流表达、网络政

治行动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网络政治信息获取的影响也为正向，但影响作用不显著。

综合分析自变量社会信任、政治信任、社团参与、在线关系网络规模和网络互动强度对网络政治参与

行为的影响，本研究发现，现实社会信任对网络政治信息获取，虚拟社会信任对网络政治意见交流表达、网

络政治行动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现实社会信任对网络政治意见交流表达、网络政治行动，虚拟社会信任

对网络政治信息获取的影响均为负向且不显著，意味着假设 1只获得了部分证实；自变量社团参与度越

高，利用网络获取政治信息、开展政治意见交流表达、参与网络政治行动的可能性也越大，且其影响作用在

3个模型中均为显著，意味着假设 2获得了证实；而政治信任对网络政治信息获取、网络政治意见交流表达

和网络政治行动的影响作用均不显著，说明假设 3没有获得证实；在线关系网络规模对 3个因变量均有显

著的正向影响，但在线弱关系网络规模越大，参与网络政治信息获取和网络政治行动的可能性却越小，与

假设的方向不一致，假设 4只获得了部分证实；强关系网络互动强度和弱关系网络互动强度均对网络政治

意见交流表达、网络政治行动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假设 5基本获得了证实。

四、结论与讨论

网络空间作为一个新的政治空间，与现实政治空间相比，具有身体不在场参与、时空压缩与伸延并存、

海量政治信息涌动、政治动员即时化、政治互动网络扁平化等特性。网络政治空间的这些新特性，导致政

治参与也相应地呈现出新的特征与态势。本研究显示，目前城市居民的网络政治参与已具有一定的普遍

性，在测量的 8种网络政治参与行为中至少参与过其中一种的城市居民达到了 90.6%。但是，城市居民的

网络政治参与水平偏低，而且参与方式以网络政治信息获取为主，网络政治行动参与度低。国内学者的相

关研究也有类似发现。例如李亚妤通过对中国沿海发达地区城市网民网络政治参与的调查发现，网民对

参与网络政治普遍缺乏热情和积极性，网络政治参与水平不高，存在着数量庞大的网络政治“冷漠者”和

“隐形人”（李亚妤，2011）。这意味着，互联网普及程度与网络政治参与程度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线性的，互

联网普及程度的提高并不会必然导致政治参与程度和水平的提升。在理解互联网对政治参与的影响作用

时，需要一种互联网与社会互动的理论视野，互联网对政治生活的影响，“是通过嵌入社会才得以实现的。

社会作为一个复杂的巨系统，存在着各种相互交织的因果机制，常常以各种出人意表的方式改变甚至重塑

技术的社会用途”（黄少华等，2015：283）。例如，有学者认为，城市居民对我国目前政治生态的高度认同，

中产阶级的网络表达更趋理性化（李良荣，2017），以及政府的网络管制（Shen，2009）等，都会或多或少地减

少或限制人们的网络政治参与意愿，尤其是网络政治意见表达和网络政治行动的参与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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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社会资本与网络政治参与的关系，学界迄今为止的发现并不一致。有学者认为，互联网会导致间

接化、微弱的中介化关系取代直接的、强烈的面对面关系，从而削弱现实人际关系，降低社会资本，对网络

政治参与发生负面影响。但更多的学者认为，互联网能够提供大量政治信息，有助于扩张社会关系网络，

提升社会信任，激活社会资源，拓展桥接型社会资本，促进以公共利益为指向的合作行为，从而促进网络政

治参与（查德威克，2010）。本研究综合分析了社会信任、政治信任、社团参与等集体社会资本，以及在线关

系网络规模、网络互动强度等个体社会网络对网络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发现集体社会资本中的现实社会

信任对网络政治信息获取，虚拟社会信任对网络政治意见交流表达、网络政治行动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社

团参与度越高，利用网络获取政治信息、开展政治意见交流表达、参与网络政治行动的可能性也越大。个

体社会网络中的在线关系网络规模对网络政治信息获取、政治意见交流表达和网络政治行动均有显著的

正向影响，但在线弱关系网络规模越大，参与网络政治信息获取和网络政治行动的可能性却越小；强关系

网络互动强度和弱关系网络互动强度均对网络政治意见交流表达、网络政治行动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

上述自变量中，尤其以集体社会资本中的社团参与度和个体社会网络中的弱关系网络互动强度两个自变

量的影响作用最为显著。这意味着，集体社会资本理论强调信任、社团参与等对政治参与促进作用的解释

逻辑，以及个体社会网络资源理论强调社会关系网络对政治参与积极影响的解释逻辑，均在本研究中得到

了不同程度的证实。本研究的基本发现，显然不支持认为互联网会导致社会资本减少，从而降低政治参与

程度和水平的理论假设。或者说，本研究的发现表明，从社会资本理论视野分析和解释网络政治参与行

为，是一种较为恰当和有效的理论路径。

按照林南的社会资源理论，“社会资本是嵌入在关系网中的资源”（林南，2005：42）。社会关系网络规

模与资源动员能力之间存在着正相关，社会网络规模越大，资源的潜在动员能力也越强，因此参与政治行

动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李亚妤基于对天津、上海、广州三城市网民的调查，也发现通过网络互动建构的关

系网络，对网络政治参与有着正向影响（李亚妤，2011）。本研究虽然也发现在线关系网络规模对三种类型

的网络政治参与行为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在线弱关系网络规模对网络政治信息获取和网络政治行动

却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在线弱关系网络规模越大，参与网络政治信息获取和网络政治行动的可能性却越

小。这一发现意味着，在线关系网络规模对网络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作用不是单向的，作为现实关系网络

延伸的在线强关系网络规模对网络政治参与行为有促进作用，而在线弱关系网络规模对网络政治参与行

为的影响则是负向的。在一个以弱关系为主的在线关系网络中，行动者更倾向于减少而不是增加政治参

与行为，而且弱关系网络规模越大，这种减少倾向愈加明显。对这一现象，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在目前的网

络生态结构中，在线强关系网络的社会信任程度较高，在线弱关系网络的社会信任程度则较低，而关系网

络中行动者之间的社会信任程度，是增加或减少网络政治参与行为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同时，上述发现

也意味着，在从个体层面分析在线关系网络对网络政治参与的影响时，仅仅考虑关系网络规模是不够的，

还需要进一步考察关系网络的性质和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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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of Social Capital on Online Political Involvement of Citizens:

A Research in Tianjin, Changsha, Xi'an and Lanzhou
HUANG Shao-hua

Abstract：Based on the social capital theory, the study, which was carried out in Tianjin, Changsha,
Xi'an and Lanzhou, adopted a quantitative method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social capital on the citizens'
online political involvement. It has found that online political involvement has become a common online ac⁃
tivity among city dwellers. While the acquiring of political information is the main method of citizens' low
online political involvement and they are not so active in political participative activity, it has also found
that besides political trust, variables of social capital such as social trust, organizational participation, on⁃
line relational network scale and online interactive intensity all have different impact on online political in⁃
volvement, which shows that a social capital perspective will be an effective theoretical approach to ana⁃
lyze and explain online political involvement. While it is not enough to only take the scale of the weak on⁃
line relational network into consideration when analyzing the impact of that network on online political in⁃
volvement, the nature and structure of the relational network should also be analyzed further.

Key words：Online Political Involvement; Political Participative Activity; Social Capital; Citiz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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